关于开拓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以西方史学史为中心
     张广智 
中国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史学史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原先较为薄弱的西方史学史而言，那就更是如此了。近3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无论是重新评估、大规模地引进，还是扩充领域、开始独创性的研究乃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等，均成绩丰硕，它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留下了自己的足印
。由此，对这一中时段的学科发展史，在我们眼中也变得生机盎然、流光溢彩而又曲折迤逦。

学术研究工作贵在创新。为了创新，开拓是必须的。开拓与变革联盟，与深化接壤；开拓不容保守，不容成规；简言之，开拓是革固鼎新，是批判扬弃，是反省重建。开拓史学史的研究工作，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学科建设工作的需要；史学史研究工作的开拓，是史学史迈向新阶段的坐标。笔者从事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工作有年，文题中所说的“研究”，实际上也包括“教学工作”。须知，离开了教学，其研究水平也难以提高，反之亦然。因此，这里所说的几个问题，也是近年来教学工作中遇到的。现把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一并提出来，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囿于视界，拙文打算侧重于西方史学史，兼及其他，不足之处，祈望识者教正。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

为了开拓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我们首先应当重视与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如果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唯物史观时算起
，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迄今已经历了整整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了。其间，关于它的起源与繁衍，它的传播与变异，它的危机与前景，不知引来了昔贤与时彦的多少论争，在漫长的世界史学发展史上，这一百六十年的历史，可谓是弹指一挥间，但毋庸置疑，却为我们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凝重的历史篇章。

这是一笔精神财富，一笔可供后人批判继承的史学遗产。不过，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哪怕是极其简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作为忝列于史学史研究队伍中的我，不免汗颜。而在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中，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作为各个时段的西方史学发展的“陪衬”而被冷落，亦令我这个在西方史学史任教多年的“老教师”不安乃至发怵。

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所包含的重大的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与我国当代学界研究现状的滞后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是很令人深思的。在当今党中央重视和关心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感召下，我个人认为，提出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是必要的和适时的。不过，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是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欧洲产生，扩及欧美，传播东方，延及当代，它的兴起、变化与发展的曲折过程，亦即从总体上对这一百六十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归纳与总结，而非国别或区域的研究。
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这是进一步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工作的需要。
开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工作，需要借助历史的智慧，借鉴域外的经验。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百六十年来的发展史。就我个人看来，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大的发展阶段：
1、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它的最初实践及早期传播（19世纪40年代——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萌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似光风霁月，剔除了旧史学的偏见与陈腐，指引着我们去开辟史学的新时代。其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实践，它在欧洲范围内的早期传播，它的不断蔓延，留下了厚重的历史记忆，在那里有太多的业绩需要传颂，有太多的疑案需要辨析。例如，什么是唯物史观的真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史学实践及其在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哪些贡献？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弗兰·梅林、卡尔·考茨基、保尔·拉法格、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传播各自作出了什么贡献
？

2、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尤其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及其曲折发展（20世纪初——20世纪90年代初）。例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后，迄今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其经验教训，此处不容申论
。在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成就与失误交织的双重变奏中，走完了七十多年的坎坷路程，苏维埃国土上的冷暖失常与阴晴不定，更兼几番急风暴雨，催落花枝凋零，人们不禁要问：苏联史家如何在风雨憔悴中煮文烹字，又如何在备受折腾的环境中，苦苦地去寻求历史学自身的地位与价值？在那里有太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梳理，去总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深受苏联史学的影响，这种史学史上的“影响研究”，值得我们认真去回顾与总结
。

3、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代发展（二战后至今）。这里主要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战后的勃兴。它与前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时段上有一些重合。不管怎样，正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衰沉浮之际，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却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等国）得到相当的发展，这让人们去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承接的传统本性？它们又有哪些张扬个性的时代品格与史学特征？而我们又如何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严峻挑战？等等。

总之，为了奠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厦，我们的确需要继承先辈遗产，吸取历史教训，摄纳当代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发展历程中获取一切有益的和有价值的东西。
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这是进一步开拓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工作的需要，这更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要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产生以后的各个发展时段中，与西方史学的关联，这里的关联指的是研究事物之间的联系（内在的与外在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即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交流，从而在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充实这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生形态原本就是西方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它与西方社会纠纽，又与西方文化遗产有着难以割舍的思想联系。从史学史的发展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唯物史观，引动了一次巨大的史学革命，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批判继承了西方史学遗产，尤其是近世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遗产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世纪诞生，也有其史学发展的自身条件。自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经人文主义史家的最初实践，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的洗礼，迄至19世纪的兰克史学
大盛，以致19世纪被历史学家称作为“历史学的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此时的出现，是近世以来西方史学发展的内在结果，反过来，19世纪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为西方的“历史学的世纪”增辉。
马克思主义史学源自西方社会与它的文化传统，要确切地理解它的真谛，只有把它放到西方社会及其文化传统中，惟其如此，也才能比较正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学术传承和批判继承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其他史学派别或史家应当有其史学的共同属性。这也正是现当代马史思主义史学与西方新史学对话进而交流融通的内在基础。

据此，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拓展领域，扩充内容，这在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这里要说的另一层意思，也许是更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经“横空出世”就以其特有的“史学品格”
卓立于西方史学之林，并向外辐射出它强韧的生命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殊属性”。因此，就这一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又不全是西方史学史所能囊括得了的，它应当“另眼相待”。

就我所知，当今中国高等院校相关系科（如历史学系）的史学史课程，一般来说是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学史的“平分天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并没有单独设课。笔者在西方史学的教学中，通常是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插入西方史学史的有关章节，如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插在十九世纪的西方史学中，把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插在二战后的西方史学中等，这样做，它实际上成了西方史学的一种陪衬或点缀，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内涵。诚然，就其学科性质而言，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都归属于史学史，都是史学史的一个分支学科，但这三者又各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史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西方史学史是研究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陈代谢。个人认为，在史学史领域，这三个分支学科应当是“三家分晋”，各得一方。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真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趋势。所以，它的学科价值重要，它的现实意义不凡。当然，在这里并没有丝毫贬损另二门史学史课程的价值与学科意义，而旨在说明，应当改变现状，不论是在西方史学史中拓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内容，还是让它单独成篇（或设课），都应当重视与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

此外，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会推动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化。如此说来，上述所说的史学史这三门既共同（学科性质相类）又相异（研究对象有别）的学科的发展，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倘若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便可望成为中国的史学史学术研究工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于是，我更期盼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
）著作早日问世，这于中国的史学史工作者更是一项迫切的神圣使命了。
二 史学史之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开拓

为了开拓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我们其次应当重视与加强西方史学史之史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20多年前，白寿彝先生主持召开的一次学术座谈说起。

1984年12月17日，白先生及其麾下的门生：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及朱仲玉 ，就中国史学史之史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学术座谈
。在白先生的点拨下，众弟子各抒已见，睿智迭出，又相辅相成，相得盖彰，更添学术的张力与含量，如今读来，仍新意盎然，于我们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亦不无启发，不无借鉴。

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给我们提出了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呢？细读全文，就其要旨，我以为有以下一些：

第一，研究史学史之史的重要性。

关于史学史之史的研究，白寿彝先生在座谈一开始就其要义开门见山地指出：

我们研究一个问题，要知道过去人和当时学者的论述及其成就，以便于在这个已有研究成果上起步走。这对于工作很有好处。一方面可以参考旁人已经提出来什么问题进行思考，又一方面也可了解某些问题的研究发展到什么程度，如何才能更好地继续向前发展，如果不管过去，我们就从头搞也不是不可以，但那可能就费时多而功效小，了解、研究一门学科的已有成就，实业上是对本学科的自我批评。这不是对个人，而是对这个学科已有的成果进行探讨、评论。对我们的史学史这样作，是我们史学史研究工作者进行自觉教育的一课
。

白寿彝的这段“开场白”很重要，它说明了研究史学史之史的重要性，其关键词是“自觉教育”
。对此，我与那时的陈其泰大体有着相同的感觉：“从事史学史的研究工作的人不注意史学史之史，大概都是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我自己从事这门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也已有一些年头了，但我就没有注意到这门学科自身的历史发展。这类现象的存在，究其实质，是对一门学科缺乏作历史的系统的回顾，缺乏自我检讨、总结的工作。这对于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
白先生从“自觉教育”的高度揭示了史学史之史的研究对于这门学科发展的深远意义，这“自觉教育”四字，言简意赅但值得我们从事史学史研究工作的同志细细咀嚼，深入思考。

第二，“史学史的做法”。

“史学史的做法”，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的一篇。他晚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创设“史学史”之名，并给出了中国史学史怎么写的初始方案（设计了“做”史学史应特别注意的四个部分，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使他成了这门学科史的“教父”
。

自此以后，按梁启超给出的这个方案写中国史学史者纷出，其中40年代问世的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曾享誉史坛多年，对后世中外（西）史学的编纂甚有影。，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其书体系大体上也是效法梁启超的。其后，后继者不乏其人，著述亦多，但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的影响及开启之功仍未泯灭。

在今天，我们的“史学史做法”当然要突破梁启超当年所设计的史学史的框架结构，“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的几位学者，都谈了各自的看法，其中吴怀祺指出：“近代中国的各种史学史著作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忽视对中国史学史上的各种历史观点和史家的史学思想的探讨。史学史成了史部书籍解题，史家人物小传和史书编纂经过的介绍。这样的史学史无法说明史学的本质，当然谈不上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了。”
 此见卓识。个人以为在史学史所包括的几个主要方面（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方法等），凸现“史学思想”是必要的，简言之，历史学家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和解释，应当成为史学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倘若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史学史就正如英国史学史家巴特菲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们把史学史归结为一种纯粹的提纲，如同另一种的‘书目答问’，或把它编纂成一种松散的编年形式的历史学家的列传，那么它将是一门很有限的学学了。”
 在这一点上，现代中外史学史研究者中的有识之士，看来是相通的。

第三，史学史之史的研究与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创新。

回顾与检讨中国史学史之史是参加那次座谈会全体同志的共同话题，从孟子的“《诗》亡而后《春秋》作”谈起，说到司马迁，说到班彪与斑固，说到刘知几，说到郑樵，说到章学诚，说到梁启超，直至李大钊，其间历朝历代都包含有史学史之史的丰富内容，在此不容复述。我个人是很认同瞿林东在座谈时所发表的论见：“开展史学史之史的研究，对于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前进、不断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此理与西方史学史的开拓前进、不断创新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平心而论，20多年前这个阐述中国史学史之史的学术座谈，于我影响深刻，不仅增强了我对研讨史学史之史自觉性的认识，而且也促使我在日后西方史学史之史的研究中不断求索，且有所获
。20年弹指一挥间，但白寿彝及其诸弟子在那时发表的真知灼见，迄今仍熠熠闪光，如今谈及开拓西方史学史研究的问题时，我又再次想到了它，由此所显示出来的经久不息的学术生命力，令人赞叹。
三 西方史学史之史的古今论述

为了重视与加强西方史学史之史的研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史学史作一番古今论述。因篇幅所限，其回顾与检讨采取一种蜻蜓点水式的写法。故以下所述，只能从总体上作一些历时性的考察，意在突出重点，突出重大史家与学派的贡献。

西方史学史是一部跨越古今的历史长编，倘若撇开神话与史诗的“童年时代”不计，从“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时代算起，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也有2500多年了。自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年）开始，西方史学因之转变方向，他的传世之作《历史》虽然尚存不少谬误，但无论如何是西方史学史上的里程碑的著作，也正是希罗多德开始教会西方人如何编纂历史著作。希罗多德不是一位历史思想家，但难能可贵的是，在他那里就留下了古代史家对历史学自身的最初思考。

他在《历史》一开篇就声言：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很显然，希罗多德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著作不是史话家的趣闻轶事，而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所记载的是“人类的功业”而非“神的奇迹”；他还力图寻找隐藏在事物表层之下的“原因”。在古希腊史学发展史上，从记神事发展到记人事，用批判的精神发表研究成果，寻求原因，大体说来是以希罗多德为转折点的。这正是作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对西方史学的卓越贡献。我们讲西方史学史从希罗多德开始是恰当的。

接下就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6年）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虽然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晚出20多年，但修昔底德史学较之希罗多德史学几乎跨越了一个世纪左右。同希罗多德一样，修昔底德对史学自身的认识也夹插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其中尤以他在“前言”中阐述的史科批判原则
与考证精神，对后世甚有影响，并被“客观主义”史家奉为圭臬，修昔底德也因此被称作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
。其后，“希腊化时代”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1-前120年），人称“史家之史家”，深得修昔底德批判方法之精义，其对历史及其功能的认识又有所进步，在他看来，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它不只是让人们从中获取知识，而且还应当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此处不再申论。

在西方古代，希腊罗马史家大多是历史著作家，他们在著作中不可能专门讲到史学史，唯一例外而又需要提及的是卢奇安（Lucianus,一译琉善，约125-192年）。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或历史理论家，而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但在他多方面的著作中，由他撰写的《论撰史》在史学史中却别具意义。在《论撰史》
一文中他提出：理想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两种才能：政治眼光与表现才能。前者指的是历史学家应当是文章高手，即不任意渲染，夸大其事，又能恰如其分，生动地、准确地把自己要著述的内容表现出来；他倡导“襟怀坦诚”、“如实叙述”，厌弃欺世媚俗与粗疏无据的文风，认为史家撰史只服从真理，而绝不屈服于神灵或显贵。这篇仅万字，且采用书信体的文字，实际上对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史学，特别是对它的优良传统作出了很好的概括。如果说众多的希腊罗马史家对史学自身的认识还只是通过他们的史学作品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话，那么卢奇安则首次从理论上对此作出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不啻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出色的史论，至今仍不失其理论的光彩。

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取得了支配地位，史学沦为神学的奴仆，遑论其他。何兆武指出：“西方历史学由传统步入近代的开阖的大关键，第一幕是文艺复兴运动；第二幕是启蒙运动。”
的确，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自身历史的关注，在西方开始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西方史学走出中世纪的年代
。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法国的一些史学家察觉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和人文主义史学的缺陷已阻碍了史学的进步，于是相继提出了一些新见。在这些史家中有鲍杜安（Francois Baudouin,1520——1573年）、勒卢阿（Louis Le Roy,1510——1573年）、让·波丹（Jean Bodin,1530——1596年）、波普利尼埃尔（Voisin   de La Popeliniere,1540——1608年）、帕基埃（Etienne Pasquier,1521——1615年）等人。其中，波普利尼埃尔的《史学史》一书在1599年出版，它成了西方史学史上把历史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开山之作”，但此书不过是一些很松散的史家传记集。此后，仿照此书体例的续作，也大体如此。

启蒙运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也为史学自身发展的思考注入了新的活力。18世纪后期德国的哥丁根学派不仅在西方史学上是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学派，而且这一学派的史学家对史学史的认识也有了进步。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伽特勒、施洛塞尔等人）主张研究历史也需要探究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情况，并把这种研究同历史学的相关辅助学科的进展、通史研究等结合起来。不少人也都有过写作史学史的实践。总之，哥丁根学派史家的史学实践，在短短的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改变了德意志史学的落后状态，为19世纪德国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的中心打下基础，为19世纪的德国史坛和其他国家造就了大批历史学专业人材。在历史观念上，哥丁根学派把18世纪后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历史思想（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起来了，一方面他们继承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中的“世界主义”观念和文化史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积极吸取浪漫主义史学中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性，肯定中世纪的历史地位等长处，这就使这一学派成了18世纪欧洲理性主义史学向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转变的一座桥梁。在历史方法上，他们重视原始史料的搜集辨析，反对抽象思维，倡导专题研究与分工合作，重视历史辅助学科，这就为19世纪以尼布尔和兰克为代表的批判史学奠定了基础。在促进历史学专业化，并使史学逐步向近代科学性质的转变过程中，哥丁根学派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这个学派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

19世纪是西方史学逢勃发展的时代，在这“历史学的世纪”，出现了像德国兰克那样的一批西方史学大家。西方史学发展到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时，不仅历史学趋于专业化和职业化，而且对史学自身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历史学被提升为一门“科学”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重申一点，那就是：1824年，兰克出版了《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在该书的附录《对近代史家的批判》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兰克运用前辈史家尼布尔处理早期罗马史料的批判方法，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的著作，进行了批判分析，指出他们的错误。它发表后，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赞赏与高度评价，在它问世的1824年也被学界视为“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
。兰克及其学派所奠立的史学批判原则，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史学史的发展。

在兰克之后，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巴克尔在他的《英国文明史》中，比兰克更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史的任务，指出每一学科的研究者都应当熟悉本学科自身的历史。其作其论推动了史学史的发展。继巴克尔之后，在德国出版了荷拉维茨的《德国史学史纲要》（1865年）、维葛勒的《文艺复兴以来的史学史》（1885年），在英国出版了弗林特的两部有关欧洲历史哲学的作品（1874、1894年）等。

进入20世纪，史学史研究更有发展，这方面的作品也不断出现。1911年，瑞士傅埃脱的《近代史学史》刊行；1913年英国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问世，这是一部对19世纪西方史学作出系统总结的权威之作，并由此引发了三部有名的史学史著作的出版
，即美国巴恩斯的《历史编纂史》（1937年）、美国绍特威尔的《史学史》（1939年）、美国汤普森的《历史编纂史》（1942年）。此外还有意大利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1915年），其书共两编，其中第二编专论史学史；德国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等。

二战后，西方的史学史研究，内容更丰，其中比较系统讲到史学史的有两大家：一是巴勒克拉夫，一是伊格尔斯。

关于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年），还可以再次凸现，一是基于他在西方史学史之史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是他的历史观对中国新时期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西方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新定向”
，这是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点明的。这一论见，极具新意，它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叶国际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的深刻变化,个人以为自此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新的转折，揭开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上书中所说的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
，到了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把二十三年前的“广阔的世界史观”进一步界定为“全球历史观”（即“全球史观”），他这样写道：“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
。随着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盛行于19世纪西方的民族主义史学逐渐为世界主义史学所取代，因之巴勒克拉夫所倡导的“全球历史观”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史学界
。

说起伊格尔斯（Georg.G.Iggers,1926-）,当今国内学人大多很熟识。他著述甚丰，中国学者对他著的《欧洲史学新方向》
、他主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等，甚是了解，也常为引用。最近又看到了他的《德国的历史观》一书中译本的问世
。作为当今国际史坛上一位著名的史学史家，粗读他的这几部大著，一种探讨史学史之史的浓烈的问题意识扑面而来，他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的“前言”中一开始就这样指出：
“本书旨在对历史学之现状作出评估，审示在史学方法和观点上的革新，以及它与古老的学术模式之间的连续性。编者们自问：在沟通意识分歧与过去割裂学术的民族传统方面，新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或是遭致失败。” 

在这里应凸显“作出评估”一词，亦即对史学自身进行自我检讨与回顾总结，这种像向白寿彝所说的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自觉性，充分显示在由他所写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一书的“导论”中，一篇从历史学角度看历史研究变革的出色史论，它的回顾与探索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著作的学术模式直至二十世纪法国的年鉴学派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无不充溢着这种对前人史学工作的“评估”。其实，他的其他史学史著作也无不贯穿着前面所说的那种浓烈的问题意识，这对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尤其是它的开拓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综观伊格尔斯的史学史研究，其中他对兰克史学、年鉴派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判性分析详尽而又精缜，这可从他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书中具体地反映出来。但在我个人看来，更具学术功力的是伊格尔斯对德国史学传统所作的解释性的和批判性的卓越分析，特别是他对“历史主义”的精到的研究，由之，他的《德国历史观》在他的史学史研究中更显重要的学术地位，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理论高度。

回顾，是为了一次全新的开始；检讨，是为了更好地创新。通过回顾与检讨西方史学史的古今论述，其目的也正是如此。

四 关于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

为了开拓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我们还应当重视与加强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这里略说一二
。

其一，中外（西）史学交流史具有很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去认真发掘。它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佛教之东传，佛教教义与史籍在中土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
；如古代中国史学之外传，其史学著作（如《史记》）对当时东亚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史学发展的影响；如近代传教士来华，从晚明耶稣会士罗明圣、利玛窦到晚清的基督教士马礼逊，“传教士汉学”对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
；如欧洲启蒙运动时代，那些理性主义史家（如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称颂，随之而来是古代的东方文化对他们史学的影响
，如此等等。不过，中外（西）史学的直接碰撞却是19世纪末以来的事。

20世纪以来，中外（西）史学交流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且看：20世纪伊始，借助东邻，给我们带来了域外史学的最初信息，并由此引发了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思潮；五四以来，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中国史学终于艰难地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走上了史学现代化的新路；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俄苏而入，自此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曲折发展的历史行程；30年代前后，西方史学竞相东传，且迅速与思潮纷繁的中国史坛胶结，一时高潮迭起，流派丛生，诸家纷起，蔚为大观；这种高潮的余绪，直至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外来史学依然与中国史学交互错杂，互有牵连；50年代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国外史学的引进，不过此次路标转换了，前方的标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中国的“十七年史学”，恐怕很难不打上苏联的印记：“文革”来临，彻底地关上了中外史学交流的大门，中国史学在闭关锁国的时代条件下，正苦苦地寻求着历史学自身的地位；改革开放的春风，迎来的新一轮的西方史学的引进高潮，中国史学又一次与当代西方史学结伴，带着“新”字号各家各派的异域新说流行于学界，迄今未息……总之，在20世纪，由于国外史学的不断东来，于是出现了中外史学思潮汇流、学派结盟、思想融通、方法交接等多彩多姿的史学景观，简言之，国外史学的输入，从总体上看，对促进中国历史学家开拓视野，深化认识，更新观念，拓展方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在我看来，要回顾与总结20世纪的中国史学，是绕不开中外史学交流的。同样，要深入研究中外（西）史学史，尤其20世纪中外（西）史学史也是不能脱离这一点的。总之，它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其二，中外（西）史学交流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传统的史学史研究，不管是中国史学史还上西方史学史，都是只关注史学自身问题的研究，这自然是必要的。但仅仅囿于这一层面就不够了，需要开拓，我这里要补白说的一点是姑且被笔者常称之为的 “影响研究”
。这里以个人一直比较关注的兰克史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对此作点说明。关于兰克史学本身的研究，中国新时期以来已有了重大的进展，特别是新近就要出版的易兰的博士学位论文《兰克史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这里不容细说，需要说的是兰克史学的“影响研究”。兰克史学之东传，最初发生在19世纪末，那是借助东邻，由留日学生作为中介，辗转入华。20世纪以降，世风日移，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国人对兰克史学的了解不再靠以往经日本转手的间接获得，而主要改从欧美直接输入，经傅斯年、陈寅恪、姚从吾等学者的努力，大力引进兰克史学，对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五六十年代，兰克史学被视作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种反动史学流派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中国新时期以来，兰克史学重又为国人所青睐，它对我国史学的影响与年俱增，直至晚近以来所热烈讨论且众说纷纭的谁是“中国的兰克”
的问题。我以为，争论谁更像中国的兰克，未必没有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兰克史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史学，并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实践中发生了多大的影响。不管怎么说，这种“影响研究”对兰克史学研究的开拓乃至对中西近现代史学研究的开拓，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由之，我所说的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指的是中外（西）史学史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各自史学自身问题的研究，还应当留出一些空间，从另一个新视角去关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史学文化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可以预期的是，重视史学史的影响研究，亦即重视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将为未来的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开启一扇新窗户，并有望成为史学史研究中的另一个新的增长点。当然在使它成为史学史研究中的开拓创新点，还是有待我们的努力。我赞同朱维铮的这个说法：
“如果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支撑史学史总体结构的鼎足之一，而这一足仍然有待铸造，应该说是有理由的。”

倘如是，这“有待铸造”的这一足将为史学史的扩容开拓新天地。
写到这里，由思考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创新，不由使我想起了古奇在其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家》一书“序言”中的话：

我们继续在热烈而又永不停止地探求真理，但斯芬克斯仍然对着我们微笑不肯吐露她的秘密。

是呀，为解开斯芬克斯之谜，探求史学之真谛，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为解开斯芬克斯之谜，开拓史学史的研究，我们需要继续努力；这是因为“历史在继续，史学在继续，史学史在继续，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崇高追求自亦与之继续下去。” 
瞿林东的这一席话，也反映了本文作者此时的心境，故借用在此，权作本文之结语。
� 回顾近30年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情况，大体说来，或可分为三个阶段：1.1978至1983年为复苏阶段，其主要工作是拔乱反正，重新评估西方史学。事实上，重评工作也贯穿在引进与深入研究西方史学的过程之中；2.1983至1990年是引进西方史学最为活跃的时期，因而大规模的译介与移植西方各种新史学是本阶段的显著特征；3.1990年至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追随上个世纪90年代由激情昂扬、宽泛高疏转向理性思辩、凝重缜密的整个学术走向，在逐渐消退“西学热”中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的同时，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逐渐趋向深入。宏观地看，近30年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为近百年最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参见张广智：《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载《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从1998年至今的几年，大致上沿着这第三阶段的路数在前进，总的趋势也是“逐渐趋向深入”。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何时诞生，学界通常有二说：一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某篇著作作为标志，我国学界多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其标志，参见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另一是不以某篇著作为其创立或形成的标志，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时期”或“形成时期”这种概念，参见张艳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载张艳国著《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页。另需指出的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撰写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两本历史著作，天才地运用了唯物史观，这标志着马克思史学的正式奠立。


�笔者对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系的史学业绩，作过简略的评述，可参见张广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载《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实践与传播》（载《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又，笔者应《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主编王斯德先生之约，在2006年为该刊开设“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讲座”，旨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作些普及性的工作，为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点路径和资料。共六讲，题目如下：1、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19世纪40年代前后）。2、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实践与传播（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3、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俄国十月革命至20世纪90年代初）。4、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史学（19世纪到20世纪）。5、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二战后至今）。6、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传承及其中国回响（20世纪至今）。这里之所以要列出，其目的也是为了听取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意见。





� 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已有不少概论性的作品出版，并试图作出历史经验的总结。例如，从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到朱政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和展望》（载陈启能等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到蒋大椿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版），都可为之佐证。当然有深度的研究还是不多，接下来的任务是需要开拓和深化，写出有深度的专题性的研究成果。


� 回顾与总结苏联史学和史学遗产是一个值得重视而又颇具难度的学术课题，目前出版的陈启能、于沛、黄立茀：《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和陈启能等合著的《马克思主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都只是初步，仍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 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浏览或钻研过的近代西方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多不胜数，在这些名单中就有：德国的康德、赫尔德、黑格尔、席勒、利奥、罗特克、文克尔曼、施勒格尔、哥列斯、兰克、普芬多夫、施维格勒、蒙森等；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杜谷、孔多塞、圣西门、傅立叶、米涅、基佐、梯也尔、拉马丁、托克维尔、孔德、路易·勃朗、库朗热、泰纳等；英国的F·培根、休谟、吉本、艾利生、马考莱、卡莱尔、高德文、科贝特、斯塔布斯、格林、弗里曼、西蒙、斯宾塞、欧文等；意大利的马基雅弗里、维柯等；美国的班克劳夫特等。（参见谭英华：《关于促进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这中间，尤其是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等人的历史思想，都被马克思史学创始人从中吸取“一切有价值得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简言之，他们都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 参见易兰：《兰克的史学遗产及其世界回响》，载瞿林东主编：《史学史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又，易兰的博士学位论文《兰克史学研究》，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兰克史学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该论文不久即可出版。 


�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弗兰茨·梅林等人），他们的史学研究成果，不是纯学术的书斋式的产物，而是紧密关注现实和时代的需要，简言之，它们都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点和“品格”。在实践过程中，逐渐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放、求真、经世、批判等“品格”，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又颇不同于其他史学派制（如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特色。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历史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6年版），管中窥豹，也就可略见一斑了。


�就我闻知，由于在当下“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启动下，国内有多家，闻“风”而动，在做这方面的课题。“百花齐放”，各展所长，固然是好，但一窝蜂地同做一个题目，是对学术资源的一种浪费，我们应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无限的学术研究中去。


� 本次学术座谈，以《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为题，刊于《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以下凡引该文者，不再另注刊名与年份。


� 白寿彝语， 见《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


� 1985年3月2-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主办史学史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中外史学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者聚会北京，就史学史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广泛的交流，笔者有幸与会，并就西方史学史的一些问题作了大会发言，白寿彝在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在闭幕那天，他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总结讲话中，又一次说到了史学史工作者的“自觉性”的问题，他这样说：“所谓史学工作是自觉的活动，就是说，作为史学工作者，史学史的工作就是要批判、总结我们这个行业的成就。”（载《史学史研究》（史学史座谈会专缉），1985年第2期）。


� 陈其泰语，见《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


� 朱维铮：《史学史三题》，载《复旦学报》2004年第3期。


� 吴怀祺语，见《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吴怀祺此处重视“史学思想”的意见，十年后终于写成《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出版。白寿彝在该书序中写道：“这书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有所推进，是可喜的。还希望作者继续开展工作，作出更多的成绩。”吴怀祺果真矢志不渝，继续努力，又主编推出多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黄山书社2005年前后陆续出版），计有：《总论·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辽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1644-1840）》、《近代前卷》、《近代后卷》，共10卷，从总体上论述了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


� Herbert Butterfieid, Man on His Past: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14.


� 瞿林东语，见《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


� 这些个人肤浅的体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些文章中有所表露。在1990年5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近十年来关于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若干思考》一文，在检讨80年代引进西方史学的失误时，我特别指出了“对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缺少研究”的问题；在1992年第3期《社会科学》（沪版）上发表《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再次谈及要关注西方史学自身的变化问题。大体与此同时，我撰写了《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反省的历史考察》（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此后，在《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在2000年版）一书中也有涉及。


�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 参见修昔底德：《佰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18页。


� Peter Gay Ed., Historians at work(V0l.1),Harper &Row ,Publishers ,1972 ,P.55;See H. E.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63, P30.


� 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0页。


� 卢奇安：《论撰史》，中译文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92页以下。


� 何兆武为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一书而写的“代译序”，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 笔者的《近代以来史学反省的历史考察》一文，论及近代意义的西方史学重大的反省活动，也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自此共有以下几起：16世纪下半叶的文艺复兴时代、18世纪的启蒙时代、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在文艺复兴时代重点涉及了博丹，18世纪的启蒙时代重点涉及了伏尔泰，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说的是兰克，20世纪初说的是卡尔·兰普雷希特，20世纪50年代，注重的是巴勒克拉夫。本文论及西方史学史之史当尽量避免重复，但个别重要史家还需再说一点，作点补白。又，该文有幸为张越编的《史学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所选中，忝列其中，实在是不胜惶恐之至。唯一的好处是感兴趣的同志寻找它较为方便，于是作者受教的机会也就增多了。


� See georg G. Iggers, “The university of Gottingen  1760-1860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Hist.Historiographie 2,82.


� 德文“科学”（wissenschaft）一词所包含的意义比英文“科学”（science）一词的意义更为广泛，它除指“系统化的科学”外，还含有“学问”之义。兰克所创立的“历史科学”不仅是总结和预测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还是认识和理解历史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即历史主义的历史研究的“学问”。对此，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


�乔治·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泽，商务所书馆1989年版，第179页。


� 巴恩斯著《历史编纂史》（H.E.Barnes,A History of Hisrorical writing）1937年初版，1963年再版，一卷本，至今未见中译本。绍特威尔著《史学史》（第1卷）（J.T. shotwell, The History of History ）,1939年英文版。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何炳松、郭斌佳的中译本《西洋史学史》，译自同一作者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一书，1939年出的《史学史》（第一卷），其源出于前书。J.W.汤普森著《历史编纂史》（J.W 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1942年英文两卷本。该书有中译本共4册名为《历史著作史》，译者谢德风、孙秉莹，商务所书馆1988、1992年版。


�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5.PP.8－10.


� 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6页。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5.P133.


�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此书，内容重要，加之译笔畅达，印数又多（初版即发行8万册），坊间流传颇为广泛，在中国新时期的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个人以为，“全球史观”的始作俑者可否从巴勒克拉夫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追溯起，至1978年他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大体定形。笔者关注“全球史观”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那是为了写作《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后在《略论世界史在20世纪的重构》（《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5期）、《“放眼世界，展示全球”：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复旦学报》1994年第1期）等文中进一步提出了拙见，又在《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2004年版第358页）复再申论。当今讨论“全球史观”的国内学界同仁，有的显然是引用拙见，只是希望能加注作个说明，且莫把他人“陈见”当作自己发现的“新论”到处宣扬。


� 国内学界近年来对“全球史观”奇热，尤其在2005年，它或许可称之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观年”。是年初，《史学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均在第1期首栏发表关于“全球史观”的笔谈，令人注目。同年10月，首都师范大学又召开“世界各国的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旨也无不与“全球史观”相关，与会中外学者有二百余人，聚会北京，真可谓盛况空前矣。


� 由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复出版社1989年版。


� 由陈海宏等译，华复出版社1989年版。


� 由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由彭刚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 Georg G. Iggers and Harold T. Parker ed. ,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 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 Greenwood Press, Inc.1979.Preface.


� 更详细的论述，参见张广智：《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张广智：《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


� 这里可略举一例，如曹刚华的《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便是这类题材的最新作品。


� 参见《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美国早期中国学研讨会发言撷英》，上海《社会科学报》2005年8月18日。


� 参见张广智：《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 近年来，从笔者的一些文章题目中可约略窥见我所关注的“影响研究”是怎么一回事了。例如，《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复旦学报2004年第1期》）、《兰克史学和它的世界影响》（《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3期）等。上述诸文的“影响研究”，大体都可归入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范畴。


� 例如，2004年4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学和比较历史思想》，在评论张广智提交的会议论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时，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又一年，2005年11月，在评论易兰提交的会议论文：《兰克的世界历史观念》时，对谁是“中国的兰克”这一论题，发言与争论更热烈。


� 朱维铮：《史学史三题》，载《复旦学报》2004年第3期。


� 乔治·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页。


�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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